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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社会各界在维持稳

定的指导思想下，致力于控制气候变化的幅度，换言之，接受一定程度的

气候变化，但将其幅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本报告初步探讨了气候复

原的概念，即设法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恢复

到工业化前的水平。兰德帕地中心收到气候复原的早期倡导者费尔科夫斯

基夫妇的慷慨捐赠，本报告遂以此为契机，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风

险管理的角度考察气候复原。本报告采用一个简单的综合评估模型，来探

讨有可能实现不同气候复原目标的技术、经济和政策条件，以及社会在制

定气候复原目标的情况下变得更美好（相对于不制定目标的情况下）的条

件。本报告还探讨了有助于管理气候复原风险的短期措施。

本报告面向那些想要了解气候复原概念的读者，以及有志于扩展人类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可选方案的各界人士。

关于兰德帕地长远全球政策与未来人类处境研究中心

兰德帕地中心隶属于兰德创新事业部，其宗旨是通过在一系列最需要

的政策领域积极传播和应用新型长期政策分析(LTPA)方法，促进全人类

未来的总体生活质量和处境。一直以来，不乏有识之士站在全球视角思

索人类的处境或长远前景，但始终缺乏一种系统性和分析性的方法将有

关工作与时下的政策决策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帕地中心矢志跨越的鸿沟。

如果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与首席作者Robert J. Lempert 

(Robert_Lempert@rand.org)联系。有关帕地中心及其属下其他项目和倡

议的信息，可在网上查询(www.rand.org/pardee)。有关帕地中心活动和项

目的其他查询，请通过Robert_Lempert@rand.org与帕地中心主任Robert 

J. Lempert 联系。

mailto:Robert_Lempert@rand.org
http://www.rand.org/pardee
mailto:Robert_Lempert@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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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基础设施、适应性与环境政策项目组

本项目在兰德基础设施、适应性与环境政策项目的配合下实施。基础

设施、适应性与环境政策项目组关注城市化以及其他发展问题，其研究

课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融资、能源政策、城市规划和公私合

作的角色、交通运输政策、气候应对、减缓和适应、环境可持续性、水

资源管理和海岸防护。项目研究从政府机构、基金会以及私营部门获得

资助。

兰德司法、基础设施与环境事业部从事下列领域的研究与分析：民事

及刑事审判，基础设施发展和融资，环境政策，交通规划和技术，移民

和边防，公共和职业安全，能源政策，科学和创新政策，太空，电信，

以及人工智能及其他计算技术的趋势和影响。有关兰德基础设施、适应

性与环境政策项目组的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rand.org/jie/irep或通过

irep@rand.org与项目组主任Benjamin Preston 联系。

http://www.rand.org/jie/irep
mailto:irep@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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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气候复原是否适合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长期以来，宏伟的

目标一直推动着气候政策。举例来说，《巴黎协定》呼吁将全球平均气

温的升幅控制在2°C以内。这样宏伟的目标会让地球气候在千年内发生重

大变化。因此，支持者提出了气候复原这一愈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旨在

使地球气候恢复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状态。

支持者设想了多种类型的气候复原，而其中一种备受关注同时也是

本研究的焦点，即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使温室气体浓度恢复到工业化

前的水平——300ppm。气候复原支持者的动机似乎包括：目标简单而纯

粹；在巨大的挑战前有机会催化创新；以及避免概率不大但后果严重的

极端气候影响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复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实施过

程中，有可能挤占其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资源，或者削减对其他远大

的气候目标的投入，从而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本报告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气候复原。广义而言，风险是指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风险管理试图了解不确定性的影响，并设法增

加有利的机会、减少不利的风险。这一宽泛的定义强调，风险管理通常

必须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其中受风险影响和处置风险的相关各

方并不了解或认同备选前景的可能性，抑或其行为与后果有何关联。即

使不制定复原目标，气候变化也构成高度不确定性下风险管理的典型挑

战。制定了气候复原目标后，高度不确定性下的风险管理这一概念的相

关性更加突出。

为帮助判断气候复原目标的适当性，我们运用增强版的动态综合气

候—经济(DICE)模型，结合有关从大气中提取碳的技术成本与性能、温

室气体减排技术的成本与性能、以及未缓和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等不同假

设，来探究在各种可能前景中追求气候复原的后果。虽然在一系列提案

的基础上几经简化——包括专注于直接空气捕获(DAC)，分析还是得出了

关于证明气候复原可行的前景以及证明追求气候复原具有催化作用的前

景的有用结论。

如果气候复原证明是可行的，换言之，如果社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重

返工业化之前的温室气体浓度，这将降低极端气候影响的风险，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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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其他气候目标的可能性。成功的气候复原需要在未来实现相当于目

前最乐观假设的DAC技术成本与性能。如果追求气候复原证明具有催化

作用（即提高广泛部署负排放技术的可能性），则能够为降低气候风险

开辟迫切需要的技术路径，尤其是实现2°C目标的其他路径。然而，即使

追求气候复原提高了DAC部署的可能性，同时也会降低脱碳的可能性，

进而抵消整体的有益效果。本研究表明，追求气候复原可避免这种道德

风险，即在DAC成功的可能性至少达到脱碳成功一半的条件下创造净催

化效应。

分析还表明，有助于管理气候复原风险的短期措施可能包括，把这些

目标与2°C目标相结合以降低超调的风险，以及为可能代价不菲的公益事

业制定适当的长期融资机制。此外，模型动态显示，雄心勃勃的气候复

原目标可能寻求在二十一世纪末（大概是2075年前后，即工业革命300周
年的时候）使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工业化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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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复原是否适合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长期以来，宏伟的

目标一直推动着气候政策。《巴黎协定》呼吁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控

制在2°C以内（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已上升约1°C）。倡导团体呼

吁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降到350ppm以下，而目前大约为400ppm。这

些宏伟的目标会让地球气候在千年内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支持者提出

了气候复原这一愈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旨在使地球气候恢复到工业革命

开始之前的状态。

支持者设想了多种类型的气候复原，而其中一种备受关注同时也是

本研究的焦点，即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使温室气体浓度恢复到工业化

前的水平——300ppm。1
 由于二氧化碳这种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会在大气层

中驻留几个世纪之久，气候复原需要从大气中提取温室气体。但是，提

取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需要超越了气候复原。要实现《巴黎协定》的2°C目

标，需要一并推行快速脱碳和所谓的“负排放”，近年来这一点越来越

明确。快速脱碳涉及改造能源、交通和建筑环境，以减少人类的温室气

体排放；而负排放涉及去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温室气体。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了实现2°C目标的各种情景，无一不包括大量的

负排放，很大程度上是从生物燃料动力能源所产生的排放中分离出来的

（称为BECCS，生物能源结合碳捕获和封存）。负排放将在未来几十年

开始，然后随着（“正”）排放下降，在2050年以后使大气中的温室气

体净减少（Clarke等人，2014年）。气候复原设想负排放技术（特别是直

接空气捕获(DAC)）不断推陈出新，并大大加快其部署的规模和速度。

气候复原支持者似乎有多重动机。设想恢复到某种原始状态往往

会激发环保行动（Purdy，2015年）。气候复原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目

标，而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数值化目标所欠缺的。在巨大的挑战面前

也有机会催化创新（Omenn，2006年）。因此，气候复原目标可以加快

迫切需要的负排放技术创新。总而言之，这两项因素极可能营造一幅好 
 
1 示例见气候复原促进组织“健康气候联盟”（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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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追求气候复原目标可能会增加社会克服气候变化挑战的意愿、兴

趣和手段。虽然大多数经济分析显示，社会应接受一定程度的气候变化

（Nordhaus，1994年；Drouet、Bosetti和Tavoni，2015年），但实现气候

复原可以避免概率不大但后果严重的极端气候影响风险。当前行动与将

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C以内的要求相去甚远，也令许多关注气候变

化的人感到失望（示例见Schleussner等人，2016年）。支持者认为，气

候复原通过更引人注目的远大目标打破了这种自满情绪。对一些环保意

识强烈的人来说，使气候恢复到工业化之前的状态似乎是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气候复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挤

占其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资源，或者削减对其他远大的气候目标的投

入，从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报告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气候复原

（Renn，2008年）。广义而言，风险是指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Jones
等人，2014年）。风险管理试图了解不确定性的影响，并设法增加有利

的机会、减少不利的风险。这一宽泛的定义强调，风险管理通常必须在

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其中受风险影响和处置风险的相关各方并不

了解或认同备选前景的可能性，抑或其行为与后果有何关联（Lempert等
人，2003年）。即使不制定复原目标，气候变化也构成高度不确定性下

风险管理的典型挑战。制定了气候复原目标后，高度不确定性下的风险

管理这一概念的相关性更加突出。

为帮助判断气候复原目标的适当性，我们运用了简单的模拟，结合有

关负排放技术的成本与性能、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成本与性能、以及未

缓和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等不同假设，来探究在各种可能前景中追求气候

复原的后果。虽然在一系列负排放技术的基础上几经简化——包括专注

于直接空气捕获(DAC)，分析还是得出了关于证明气候复原可行的前景以

及证明追求气候复原具有催化作用的前景的有用结论。

如果气候复原证明是可行的，换言之，如果社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

重返工业化之前的温室气体浓度，这将降低极端气候影响的风险，并提

高实现其他气候目标的可能性。成功的气候复原需要在未来实现相当于

目前最乐观假设的DAC技术成本与性能。如果追求气候复原证明具有催

化作用（即提高广泛部署负排放技术的可能性），则能够为降低气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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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开辟迫切需要的技术路径，尤其是实现2°C目标的其他路径。然而，即

使追求气候复原提高了DAC部署的可能性，同时也会降低脱碳的可能性

（Campbell-Arvai等人，2017年），进而抵消整体的有益效果。本研究表

明，追求气候复原可避免这种道德风险，即在DAC成功的可能性至少达

到脱碳成功一半的条件下创造净催化效应。

分析还表明，有助于管理气候复原风险的短期措施可能包括，把这些

目标与2°C目标相结合以降低超调的风险，以及为可能代价不菲的公益事

业制定适当的长期融资机制。此外，模型动态显示，雄心勃勃的气候复

原目标可能寻求在二十一世纪末（大概是2075年前后，即工业革命300周
年的时候）使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工业化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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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复原与风险

几千年来，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变化不大。十八世纪初普通家庭的物

质财富和能源消费水平与古代的普通家庭相当（Maddison，2001年）。

工业革命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主要是得益于化石燃料的消费，

先是煤炭，然后是石油，经济随之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得以提升。这种

急速上升始于欧美，随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延伸到全球。在

过去的七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长了十倍以上。光是过去二十年，就有十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经济学人》，2013年）。

同时，上述经济活动显著改变了地球大气层的成分。如图2.1所示，目

前吸热温室气体的浓度比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约280ppm的水平高出40%，其

中四分之三的增幅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驻留

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已开始给地球的气候带来明显变化。由于温室气体

长期驻留，加上地球气候系统的热惯性，即使现在停止一切排放，气候仍

将持续变化数十年。

图2.1. 有无气候复原情况下的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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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世界各国已承诺（至少在名义上）将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稳定

在一定水平，以免气候变化带来危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要选择一个安全的稳定水平，需要经过道德评价和科学判断，但

不公平的后果则使问题复杂化。穷人和那些生活在特别脆弱地区（如地势

低洼的岛国）的人们，可能比富人和那些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受到更

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除此之外，对于特定水平的温室气体会产生什么后

果，有关科学认识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示例见Moss，1995年；Keller等
人，2005年；Drouet、Bosetti和Tavoni，2015年）。

国际社会已确定一个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

之前2°C的水平。1
 该目标意味着目前尚不确定温室气体浓度要稳定在什么水

平，其范围从略高于到远超过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对应2°C目标的浓度水

平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敏感性的数值，这是一项关键的科学不确定

性，反映地球气候对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反应（示例见Rogelj等人，2014
年；Olson等人，2012年；D. Harvey，2007年；Weitzman，2012年）。

无论社会认为哪个气温上限是安全的，其实现方式一般都需要快速

脱碳。换言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全球经济要从目前80%以上能源依

赖化石燃料，转变成既满足约90亿人的需要而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或很

少的理想状态（Harvey等人，2013年）。这将需要显著提高全球能源、

交通运输、建筑、工业和农业等部门的能效，并淘汰燃烧化石燃料的传

统做法，改用诸如可再生能源、核电或碳捕获和封存等多种能源。这一

转型意味着，为了达到发展目标，未来几十年全球大概需要在能源、交

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系统上投入数十万亿美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2014年）。脱碳可能会使这些成本增加几个百分点，而且肯定

会有数十万亿资金从全球各地和不同的经济部门流出（Keller等人，2005
年；Clarke等人，201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

气候复原设想在此项脱碳工作的基础上迈出更大一步——部署大量

人造设备并加强生物物理工艺，提取大气中已存在的多余二氧化碳。根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Clarke等人，2014年）及其他机构（白

宫，2016年）制定的最新情景，设想通过以下方式达到2°C目标：纳入来

自土地治理和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植物靠从大气中吸收碳来生长）等来 
 
 
1 《巴黎协定》全文可在网上查阅（联合国，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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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负排放，燃烧这些燃料产生能量，然后捕获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并封

存在地下。如图2.1所示，气候复原将使上述活动的时机提早成熟，规模

和范围大大扩展。

气候复原技术

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的方法多种多样。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重新

造林（即植树）连同改善农业用地和天然土地的治理。重新造林和改善

土地治理虽有助益，但单靠此法不能达到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要求

（Psarras等人，2017年）。可以规模化部署的技术包括DAC、BECCS
以及增强型生物物理系统，例如，海洋铁肥、增强风化和海洋碱化

（Buesseler等人，2008年）。本报告侧重于DAC，因为该技术似乎对外

界的影响最小，譬如破坏生态系统和占用农田方面。

许多新企业目前正在研发DAC技术。 2
 大多数人设想有一天会部署

成千上万台环境空气处理机器。批量生产这些机器可以形成规模经济，

从而降低成本。机器内的化学反应会提取二氧化碳。一种DAC技术采

用阴离子交换树脂，在干燥时吸收二氧化碳，在潮湿时则释放二氧化碳

（Lackner，2013年）。树脂经过烘干后，暴露在环境空气中，再把树脂

送回受潮室，捕获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然后无限地重复该过程。另一种

技术采用湿捕获方案来达到类似的效果。举例来说，Carbon Engineering
已开发出一种工艺：利用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钙溶液反应生成碳酸钙颗粒，

再经过分解释放纯二氧化碳加以封存。该公司预计，达到商业规模后，每

年可捕获100万吨二氧化碳，捕获、提纯和压缩成本为每吨100～150美元

（Keith等人，2015年）。

捕获的碳可以封存在条件适合的地质层中，比如那些蕴藏石油和天然

气达数百万年的地质层。更有趣的是，一些支持者设想将捕获的碳制造

成混凝土和骨料等建筑材料加以封存，用于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城市

和其他基础设施。截止至本世纪末，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有望达到90亿以

上。这些用捕获碳制成的产品是否有市场，还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

种可行的建议，Blue Planet公司开发出一种工艺：空气通过溶解二氧化碳

的溶液后，与钙离子(Ca2+)结合成碳酸钙（Constantz和Bewernitz，2014
年）。碳酸钙层包裹颗粒形成骨料，再与水泥混合形成混凝土。该公司 
 
 
2 有关公司的名单见Air Miners网站（Air Miners，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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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向旧金山国际机场销售骨料用于航站楼整修工程，而这些骨料就是用捕

获碳结合从混凝土废料中提取的钙3 制成，据说这一商业模式实现了盈利。4
 

DAC技术的热力学要求有别于那些从化石燃料发电厂的排放物中提

取碳的工艺。此类排放物的二氧化碳浓度约为30,000ppm（Zevenhoven
和Kilpinen，2001年），而脱碳装置的目标是提取近100%的逸出温室气

体。DAC技术处理的空气当中温室气体浓度要低得多，从某种角度看难度

更大。但是，有效的DAC工艺只需提取通过空气中约一半的二氧化碳，这

样可以保证高效运行。根据Lackner（2013年）的测算，像他那样的工艺在

90%的理论热力学效率下，可以将二氧化碳浓度从400ppm降到200ppm。相

应的能量需求很低，理论下限约为20千焦/摩尔二氧化碳，占燃烧产生每摩

尔二氧化碳所释放能量的5%左右。此外，DAC技术通常只需要低等级（因

而通常是低成本）的余热，例如烘干Lackner的树脂所用的余热。

虽然未来的DAC工艺也许会达到很高的热力学效率，但需要投入大

规模运营才能起到实质性的气候复原作用。为了从大气中提取1吉吨(Gt)
的二氧化碳，使二氧化碳浓度从400ppm下降到200ppm，机器需要处理

5,000吉吨的空气，这些空气大致能以20米的厚度覆盖地球陆地面积。成

本估算范围极大，这也在意料之中。倡导者设想低成本的能源及其他投

入，结合在实践中不断精进和大规模生产来降低制造与运营成本，直接

捕获成本可低至约50美元/吨二氧化碳。因此，这些机器处理5,000吉吨空

气的成本约为500亿美元。目前，人类社会每年生产数百万辆汽车，汽车

作为一种非常复杂、滥用严重但高度可靠的机器，以每磅计算成本与牛

排大致相当。这些汽车的水箱每年也处理约5,000吉吨空气。DAC工艺能

否达到这样的成本与性能水平，目前还不得而知。

考虑权衡取舍

人们经常以不同的世界观看待可能具有颠覆性的争议话题，比如气候

复原。世界观包含一系列连贯的政策偏好，对未来的期望，有关世界如

何运行的心理模型，以及重视的目标。梳理这些世界观，并探究为何我

们追求适合一种前景的政策却出现不同的前景，或有助于了解相关的风

险与机会。

3 其他可能的钙源包括来自海水淡化厂和污水处理厂的盐水，这些工厂会产生含过量阳离子的水。天

然的海水和地质盐水也可以作为钙源。
4 消息来自与Blue Planet首席执行官Brent Constantz的私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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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采用所谓的“乌托邦—敌托邦”矩阵来说明这种情况（van 
Asselt和Rotmans，1997年）。右边两栏列举了两个短期政策选项：追

求气候复原或不追求气候复原。每行显示相关的前景，不同的选择使得

每条政策都至少有一种与之相符（绿色）的前景以及一种与之不符（浅

红色）的前景。前者代表“乌托邦”式（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的理想结

果；后者代表可能上升到“敌托邦”程度的不利后果。表2.1各行涵盖

了三种前景，分别标记为：“气候复原可行”，“气候复原不可行但可

能有催化作用”，以及“气候复原既不可行又没有催化作用”。在第3
章中，本研究的建模实践提供了更精确的定义。就目前而言，我们注意

到这些前景突出了追求气候复原目标可能会导致理想结果的两条路径。

追求该目标也许确实可以复原气候，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

300ppm。抑或者，追求该目标可能达不到300ppm，但仍然有助于促进负

排放技术的普及和强化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如表2.1第一行所示，在二十一世纪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切实降

到300ppm可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许多情况下（但并非全部，具

体如下所述），达到其他气候目标（如2°C）是气候复原的子集，换言

之，在许多情况下达到300ppm将在本世纪末之前使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

制在2°C以内。此外，气候复原可以减少极端气候影响的风险——甚至

超出《巴黎协定》目标所列举的风险。气候是一个超越已知界限的复杂

系统。许多地球系统运转的时间尺度为几十年甚至更长，例如，海洋变

暖、冰原溶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Applegate等人，2015年；Hansen
等人，1984年）。科学对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影响不尽了解。因此，

无法保证该系统不会接近甚至超过风险临界线，举例来说，格陵兰和南

极冰原不可逆的融化，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好几米（Alley等人，2005
年；Kriegler等人，2009年）。此外，几年内看似安全的温室气体水平，

在几十年后未必仍然安全。气候复原如取得成功，可以带来一些保障，

避免（推测起来）概率不大但后果严重的气候影响。

如表2.1第二行所示，即使证明不可能达到300ppm，追求气候复原

目标有助于强化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和促进负排放技术的部署。即

使对于脱碳的假设相对乐观，要实现2°C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这些技

术。负排放技术越普及，对一条或多条脱碳路径失败的对冲作用越大，

从而更有可能达到2°C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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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乌托邦—敌托邦矩阵显示在与气候复原目标相符（绿色）和 
不符（浅红色）的前景中追求目标所产生的后果

未来世界

短期行动

追求气候复原 不追求气候复原

气候复原可行

气候复原不可行 
但可能有催化作用

• 减少气候变化风险
• 实现其他气候目标

要管理的额外风险：
o 气温超调
o 过度依赖负排放
o 资金需求与可用收入之间存

在暂时错配
o 达到大规模后减缓负排放

下列原因提高了实现2°C目标的
可能性
• 强化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 负排放技术引起更多关注

要管理的额外风险：
o 不能妥善处理失败

• 增加气候变化风险
• 降低实现其他气候目标
的可能性（道德风险）

降低实现其他气候目标的
可能性（道德风险）

气候复原既不可行 
又没有催化作用

• 在高成本、无效的工作上浪费
资源

• 降低实现其他气候目标的可
能性

• 避免高成本、无效的工作
• 避免分散更有效活动的
资源

本研究不展开分析气候复原目标（相对于2°C目标）所带来的额外机

会，对于激励企业家和融资方追求负排放发挥多大作用，也无意评估气

候复原作为应对气候挑战的备选框架怎样强化公众承诺。不过，我们大

可提出一些假说。

气候复原支持者强调，其他气候目标旨在限制人类造成的破坏，而

气候复原旨在促使地球气候恢复到以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革命开始之前

的状态。支持者还强调，新技术令人备感振奋。对于后者，心理学家发

现，许多人只有在获知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时，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5 气

5 根据行为决策学，大多数证据表明，风险信息与具体计划相结合，不仅会提高感知风险，还会促使行

为改变（Fischhoff和Davis，2014年）。这一发现在公共卫生领域尤为明显（Leventhal，1965年；Witte
和Allen，2000年），也见于气候风险传播文献（Pidgeon和Fischhoff，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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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复原——特别是若捕获的碳被回收制成建材而不是封存在地下，就原

本可能棘手的挑战提出一套看似精妙且无害的技术方案。

对于前者，气候复原似乎强调一种纯洁感，目标是让大气层恢复到

较早时期、污染较小的状态。更广义地说，环境思想家杰迪戴亚•珀迪

（2015年）界定了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环境思想的四个代表性流派：神恩

主义，只要人们辛勤劳动、发挥才智，大自然就会满足人类的需要；浪

漫主义，注重原始自然的美学和精神价值；功利主义，认为大自然是

需要科学管理的资源宝库；以及生态主义，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关联

的复杂系统，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人类的干预。支持者可能认

为，气候复原让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既与神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点产

生共鸣，不会冒犯生态主义，又可以挽救浪漫主义。

另一方面，表2.1第三行指出，如果气候复原既不可行又没有催化作

用，追求此目标会浪费资源并降低实现其他气候目标的可能性。社会有

许多需求，而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必然是有限的。专注于气候复原可能

会减少对最终证明更有效的其他技术的短期投资。如果我们对于从大气

中去除二氧化碳并安全封存的能力盲目自信，也许会削弱公众承担首先

不排放温室气体的短期代价的承诺。追求最终证明不可行的气候复原目

标，可能会影响其他远大气候政策目标的正当性。

在气候复原可行或有催化作用的前景中追求气候复原，也可能产生需

要管理的额外风险，具体见表2.1前两行。这些风险以及气候复原所带来

的整体权衡取舍，是本报告其余部分的主题。

模拟模型等探究

为了阐明这些权衡取舍，量化表2.1中的前景，并建议可平衡风险与回

报的短期行动，我们运用了简单的模拟模型，来评估气候复原在气候、技

术和经济等条件高度不确定下的前途。我们在所谓鲁棒决策(RDM)的多情

景决策分析过程中采用模拟，这是在高度不确定性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

法（Lempert等人，2003年；Lempert等人，2006年）。该研究探讨了在一

系列看似合理的前景中追求气候复原目标的后果，有关前景包括DAC技术

能否发展成为具吸引力的方案，以及此项技术与高成本或低成本的脱碳方

案共存。这些探索有助于量化表2.1所列的权衡取舍。



11

由于模拟模型必然是对现实的狭义抽象（尤其是本研究使用的模

型），本研究还考虑了模拟未包含的因素可能对其结论造成的最大影

响。最重要的是，建模将DAC技术视作唯一的负排放源，因此本研究的

讨论试图从这个狭小的焦点展开归纳。同样，本研究通过多情景建模探

索了广泛的前景，但忽略了每次模拟运行中的学习。因此，本研究只是

定性探索了不断变化的环境导致气候政策目标随时调整的路径，不论是

因为目标显然难以达到，还是因为短期内追求目标会催化技术突破，从

而为未来开辟新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模拟多情景建模以及据此得出的评论意见初步解答了三个

问题：

1. 关于技术成本、性能等因素什么样的假设组合与认为气候复原可

行的前景相符？

2. 气候复原目标有催化作用意味着什么？

3. 在气候复原似乎可行或有催化作用的前景中如何管理气候复原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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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实验

与许多RDM实践相似，本研究采用“XLRM”框架（Lemper t等
人，2003年）来帮助指导模型开发和数据收集。表3.1所示的XLRM框架

非常有用，它有助于把相关因素组织起来，纳入到以决策为中心的分析

中。X、L、R和M等字母指的是对RDM分析很重要的四类因素：量化决策

者寻求实现的目标的指标(M)；决策者用来追求这些目标的政策杠杆(L)；
影响政策选择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X)；以及结果与不确定性和

杠杆的关系(R)，在模拟模型中通常会实例化。

本研究将追求特定气候复原目标的短期决策当作政策杠杆，然后分析

探讨了这种选择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后果。特别是，我们将追求下列

其中一个气候目标的选择作为政策杠杆(L)：
• 2°C目标：到2100年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C以内。

• 2050年复原目标：到2050年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降至280ppm。

• 2100年复原目标：到2100年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降至280ppm。

• 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到2100年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降

至280ppm并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C以内。

我们假设追求气候目标的短期决策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其一、将社

会导入规划的路径，结合脱碳与碳捕获来达成目标；其二、推动该路径

贯彻实施所需的短期研究、投资和政策。对于第一方面，分析推算了与

每个目标相符的最优减排与碳捕获和封存路径，汇报相应的成本、资金

流动及气温/浓度路径作为成果。对于第二方面，研究考虑了短期内追求

目标可能会影响脱碳和DAC技术的未来成本与性能。

为了初步评估这些目标的影响，我们采用2016年动态综合气候—经

济(DICE)模型的修正版作为关系(R)（Nordhaus，2017-a）。DICE模型

是一种高度聚合和常用的综合评估模拟，它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与

气候系统的简化表示相结合（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研究院，2016
年）。DICE模型从传统的单一目标、功利主义社会福祉角度，计算最佳

的长期温室气体减排路径（Adler等人，2017年）。本研究认为政策杠杆

是最优化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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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分析中的关键因素

不确定性(X) 政策杠杆 (L)
DICE模型参数：

• 气候敏感性 [2°C、3.1°C、4.5°C]
• 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225、450、650美元/吨
二氧化碳]

• 碳捕获
o 成本[50、200、500美元/吨二氧化碳]
o 普及速度 [5%、10%、15%/年]

• 封存碳的半排出期 [150年、5,000年]
• 碳产品市场

o 边际成本 [0、–50美元/吨二氧化碳]
o 市场规模 [1、10 吉吨碳/年]

后处理模型结果的参数：
• 复原目标的影响

o 减排成本
o 碳捕获成本

目标：
• 2°C目标
• 2050年复原目标
• 2100年复原目标
• 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

关系(R) 指标(M)
• DICE模型

o 修正后纳入脱碳和两种封存
o 使用优化社会福利现值的减排和碳捕获
轨迹

• 社会福利净现值
• 减排和碳捕获的年度成本
• 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
• 最高全球气温和大气浓度
• 达到气候目标的最高年度成本

气温目标被定义为从2100年起保持的一个上限阈值，与《巴黎协定》

等大部分气候政策框架一致，这些框架默许任何阈值超限的容忍幅度和

持续时间（Geden和Löschel, 2017年）。同样，复原目标被定义为从指定

日期（2050年或2100年）起保持的上限阈值。

Keller、McInerney和Bradford（2008年）的前期研究把DAC纳入到

DICE模型。除了在鲁棒决策分析中采用该模型外，我们还结合两种封

存方案（一种是地下封存，另一种是制成骨料和水泥等建材）加强了

Keller、McInerney和Bradford（2008年）的表示法。模型方程的完整列表

载于附录。

在我们的DICE模型中，DAC技术表示为直接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

浓度，并假设DAC会增加能源需求（3.64艾焦 /吉吨从大气中去除的二

氧化碳），捕获每吨二氧化碳的单位成本不变，以及每年的部署增长

率最大化。为简单起见，我们在本研究中省略了Keller、McInerne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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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ford（2008年）原本考虑在实践中不断精进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因

此，假定的DAC成本代表学习发生后的渐近值。这种简化会高估短期内

的碳捕获数量，但对累积核算几乎没有影响。例如，当运行在实践中不

断精进的模型版本时，90%以上的碳捕获发生在成本从初始值大幅下降至

渐近值以后。

在该模型中，运用DAC技术捕获的碳可以封存在地下。这个过程以捕

获成本中包含的固定单位成本和泄漏率表示，而泄漏率与累计封存量成

比例，会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运用DAC技术捕获的碳也可以封

存在建材中。这个过程以固定的边际成本（可能是负数，反映销售相关

材料的潜在收入）与此类销售的最大年市场规模（假设始终不变）表示。

DICE模型会计算从2015年起至2260年为止期间减排和碳捕获的部

署时间序列，步长为五年。每条计算出的路径都符合指定的气候政策目

标，并使用单一目标功利主义函数最大化社会福祉的净现值。作为附加

指标(M)，该模型报告了这些技术的每年部署率和成本，连同全球气温、

温室气体浓度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该模型还报告了任何给定年份

的最高成本、气温和温室气体浓度。本研究使用这些指标比较备选路径

的合适性和追求备选气候目标的潜在后果。

运行一次DICE模型，即可针对许多可能的世界前景分别提供最佳的减

排、碳捕获和封存时间序列，惟受气候目标的选择所约束。这些时间序列

取决于假定的前景，而前景以表3.1所示七项不确定性(X)中每种对应的一

组数值来表示。在每种前景中，模型在假定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测算最优路

径。每条脱碳路径以排放控制率的时间序列表示，任何时间段内的0%控制

对应完全依赖化石燃料，而100%控制对应使用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其他脱

碳方案等最具成本效益组合的完全无碳能源系统。本研究没有试图计算短

期路径如何对冲不确定性，或者探寻响应新信息的适应性路径（Keller等
人，2004年），而是通过比较不同前景中的最优路径得出见解。

不确定的输入参数会对模型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气候敏感性模型输

入参数值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达成2°C目标的难度，参数值越高，相同的累

计排放量增幅会造成越大的暖化效应。模型将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表示为

排放控制率的幂函数，指数为2.6，表示随着无碳比重的增长，提供可靠

和廉价能源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些成本的不确定性以幂函数上限的系数

表示，并影响达到气候目标的最佳减排量。随着外源性技术的进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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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成本会随时下降。DAC技术的成本与性能的不确定性以从大气中提

取一吨二氧化碳的固定成本和每年碳提取量的最高增长率（普及速度）

来表示。DAC技术所产生碳的市场不确定性以每吨提取碳的负成本（例

如收入）和创收产品中可售碳量的年度上限来表示。这些不确定的参数

都会影响达到气候目标的最佳碳捕获量。模型假设未作产品出售的碳被

封存在地下。我们没有明确考虑从发电厂排放物中捕获碳的封存需求。

因此，我们把DAC技术与化石燃料发电厂碳捕获之间在封存需求上的潜

在冲突留待将来考虑。

表3.1所示的气候敏感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值跨越报告估计值的合

理子集（示例见Olson等人，2012年；Drouet、Bosetti和Tavoni，2015
年；Knutti、Rugenstein和Hegerl，2017年）。碳捕获成本和普及速度的

范围反映了近期评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15年）以及对企业家和

倡导者的访谈结果。 6

7
 碳产品的利润和市场规模的下限为零（即没有市

场），上限为企业家和倡导者的设想值。

除另有注明外，我们考虑了所有四个目标的各项不确定性，特别是针

对2°C和复原目标分别考虑了对DAC技术的各种成本与性能假设。

对模型结果进行后处理时，我们还采用了两项额外的不确定参数，

如表3.1所示，该等参数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表示在短期内追求气候复原目

标，可能会提高未来诞生低成本碳捕获技术的概率，同时可能会降低未

来诞生低成本减排技术的概率。这方面的分析载于第4章末尾的方框中。

这个修正后的DICE模型作为Pyomo（Python数学建模开源软件包）中

的非线性程序执行，并运用IPOPT（对大规模非线性优化执行内点算法的

软件包）求解。DICE模型在假定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测算每种前景中最优

的减排和碳捕获轨迹。我们对七项不确定性采用全因子设计，并分别针对

所考虑的四个政策杠杆在34 x 23 = 648种世界前景8
      中运行DICE优化，结果

生成庞大的运行数据库。数据库中的每个条目代表一种前景中的一个气候

政策目标及相应的结果。第4章将使用可视化和统计分析来概括该数据库

的信息。模型代码和模型输入输出数据可以向其中一位作者索取。

6 

7 谨此感谢Brent Constantz、Peter Eisenberger、David Keith和Klaus Lackner接受采访并提供有用

信息。
8 四项不确定参数，每项有三个可能的值；三项不确定参数，每项有两个可能的值。



16

4. 模拟结果

我们使用上述多情景鲁棒决策框架，以定性和定量的方式探究了与气

候复原被认为可行的前景相符的条件，气候复原目标有催化作用意味着什

么，以及在气候复原似乎可行或有催化作用的前景中如何管理气候复原的

风险。

气候复原可行的条件

多情景分析表明，2100年复原目标的路径多于2050年复原目标的路

径，但少于2°C目标的路径。

图4.1显示了在多种世界前景中分别实现2050年复原目标和2100年复

原目标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全球大气浓度路径。9
 2100年复原目标有很多条

路径。有些路径的浓度在2075年前后上升到超过600ppm，然后到2100年
快速下降至280ppm；另一些路径的浓度从未显著超过435ppm，然后在本

世纪末之前（最早在2060年或2075年）下降至280ppm。相比之下，2050
年复原目标的实现路径较少，浓度峰值皆低于435ppm，然后快速下降，

达到本世纪中期的目标。

作为社会经济可行性的一项测度标准，我们假设社会为达到这些气

候目标而支付代价的意愿是有限的。特别是，我们假设社会所能接受

的路径有个前提：达到气候目标（温室气体减排以及碳捕获与封存）

的年度成本减去碳产品的销售收入后，不超过每年世界生产总值(GWP)
的2%，这大致相当于目前全球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 
（世界银行，日期不详）。该数值显然只代表对人们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

投入多少资源的一种判断。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赢得

胜利投入了大约40%的GDP（Chantrill，日期不详）。图4.1用绿色表示符

合上述2% GWP标准的路径，用红色表示不符合2% GWP标准的路径。绿

色路径对应表2.1中气候复原可行的前景。

这个2% GWP的约束条件大大限制了可行路径的比重。表4.1显示了分

别实现四个目标的低成本路径比重。2100年复原目标的路径中大约11%可 
实现目标而从未在任何一年超越2% GWP的阈值，而2°C目标则为2%。模拟

9 模型无法在每种前景中求解（即达到预期目标）。图4.1只显示了模型有解的前景，具体为2,592种前

景中2,105种有解（大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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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显示，2050年复原目标没有符合该成本约束条件的路径。请注意，这些

路径的数量不代表概率，后者取决于归结于各种不确定性组合的可能性。

图4.1. 2050年复原目标和2100年复原目标的浓度路径
Year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55 2060 2065 2070 2075 2080 2085 2090 2095 21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p
pm

)

Concentration
Low Cost Criteria

不超过2% GWP
超过2% GWP

年份

附注：绿色和红色分别显示成本低于或高于2% GWP的路径。

表4.1. 低成本路径的比重

目标 在全部路径中的比重

2°C目标（有DAC） 21.9%
2°C目标（无DAC） 11.1%
2050年复原目标 0.0%
2100年复原目标 11.4%
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 11.6%

相反，这些路径数量表明在成本约束下错过或达到目标的条件。 10 
2°C目标与2100年复原目标相结合后，低成本路径数量略多于只有2100年

10 如图4.5所示，鲁棒决策分析通常在分析结束时使用不精确的概率来区分备选政策方案，而不是开始

时作为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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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一个目标的情况，因为合并两个目标可摊平在某些前景中随时产生的

成本。由于相关路径是让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到较高水平，然后快速（高成

本）下降到目标水平，原本应在本世纪后期超越2% GWP的成本阈值。11

图4.1中的图案对2% GWP成本约束条件的精确值相对不敏感。图4.2显
示了达到所有四个目标的最高年度成本分布。2050年复原目标所有路径的

最高年度成本均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3.3%。相比之下，2°C目标、2100年
复原目标及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的分布大致相似，有许多路径满足

成本约束条件。在某些条件下，所有四个目标都会产生极高的年度成本，

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15%以上。总体而言，图4.2表明如果社会愿意投入

10%～20%的世界生产总值，将有更多的路径实现气候复原。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目标而不超出2% GWP的成本约束条件？图4.3
用统计“情景发现”分析的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该分析确定了对各气

候目标获得低成本路径最重要的不确定性组合（Lempert，2013年）。

图4.2. 在648种前景中分别实现每个气候目标的最高年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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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目标 2050年复原目标 2100年复原目标 2100年

复原目标暨2°C目标

气候目标

11 该研究并未向DICE模型输入2% GWP的阈值作为约束条件。这样做让我们从大量模拟中收集的信

息受局限，因为模型在大多数前景中无法达到气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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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在年度成本不超过2% GWP的前提下分别实现2°C目标、2100年
复原目标及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的条件

 

气候敏感性

减排成本

捕获成本

普及速度

半排出期

产品成本

市场规模

2°C 4.5°C3.1°C

225美元/吨二氧化碳 450美元/吨二氧化碳300美元/吨二氧化碳

50美元/吨二氧化碳 500美元/吨二氧化碳200美元/吨二氧化碳

10%/年5%/年 15%/年

150 年 5000 年

-50美元/吨二氧化碳 0美元/吨二氧化碳

1吉吨碳/年 10吉吨碳/年

各种情景的主要动因：

低气候敏感性和减排成本

最佳情况碳捕获

低成本捕获和减排

该分析得出三个情景，概括了达到2°C目标和复原目标的所有可能途

径。低成本路径一般属于下列情景之一：

1. 低气候敏感性和减排成本情景，定义标准是：气候敏感性为2°C，

减排成本低于或等于300美元/吨二氧化碳

2. 最佳情况碳捕获情景，定义标准是：捕获成本为50美元/吨二氧化

碳，市场规模达10吉吨碳/年，捕获碳的价格约为50美元/吨二氧

化碳

3. 低成本捕获和减排情景，定义标准是：捕获成本为50美元/吨二氧

化碳，减排成本低于或等于300美元/吨二氧化碳，DAC技术普及

速度达每年10%以下。

如表4.2所示，2°C目标的低成本路径一般属于低气候敏感性和减排成

本情景或者最佳情况碳捕获情景。2100年复原目标或2100年复原目标暨

2°C目标的低成本路径一般属于最佳情况碳捕获情景或者低成本捕获和减

排情景。如果某条路径不符合其中任一情景的定义标准，一般会产生高

成本。总体而言，该分析表明表2.1的“气候复原可行”前景对应表4.2所
定义的最佳情况碳捕获或低成本捕获和减排两种情景。这些情景也为下

面讨论效益与成本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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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实现气候目标所需的情景及其综合测验的密度/覆盖率标准

目标 情景1 情景2 情景组合

2°C目标 低气候敏感性和减

排成本情景

D/C = 96%/49%

最佳情况碳捕获

情景

D/C = 51%/35% 

D/C = 83%/70%
两者共存的案例：

• 占全部案例的2%
• 占低成本案例的8%

2100年 
复原目标

最佳情况碳捕获

情景

D/C = 69%/50%

低成本捕获和减排

情景

D/C = 83%/41%

D/C = 91%/74%
两者共存的案例：

• 占全部案例的2%
• 占低成本案例的16%

2100年 
复原目标暨

2°C目标

最佳情况碳捕获

情景

低成本捕获和减排

情景

D/C = 88%/73%
两者共存的案例：

• 占全部案例的2%
• 占低成本案例的16%

附注：D/C = 密度/覆盖率。

表4.2还为低成本路径“一般属于”某种情景这样的表述提供了定量标

准。表中显示了各种情景的密度和覆盖率指标（Bryant和Lempert，2010
年）。密度指符合各种情景标准（即低成本）的路径比重。覆盖率指符合

各种情景标准的全部低成本路径比重。值得注意的是，情景发现分析确定

了达到不同目标的次要因素。特别是，地下封存碳的半排出期对区分气候

复原的低成本路径与高成本路径起到的作用较小。

管理额外风险

即使在似乎可行的情景中，追求气候复原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特别

是超调和削弱脱碳动机的风险。该分析有助于识别此类风险，并提出降

低风险的方法。

当某条路径允许全球气温或浓度超过期望的界限，预期DAC技术将促

使其安全回落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超调。如果这种预期出错，就会引

发风险。例如，有些2100年复原路径允许气温升幅超过3°C，如图4.4所
示。这些路径出现在低气候敏感性的前景中。由于本研究不将气候影响

的不确定性视作气温变化的应变量，气候敏感性也是全球气温变化所造

成的社会福祉影响的一项指标。低气候敏感性意味着高气温所造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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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同样，有些2°C路径允许浓度在低气候敏感性和低成本DAC的前

景中上升到极高水平。在此类前景中，模型可等到本世纪后期再从大气

中提取大量的碳，以便减少应对气候变化的净现值。

图4.4. 不同目标对应的浓度和气温路径

 

全
球
平
均
气
温
升
幅
（

°C
）

二氧化碳浓度（ppm）

2°C目标
2100年复原目标
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

政策

两组路径都容易因为假设不成立而受影响。例如，如果全球采取初

期允许浓度上升的2100年复原路径，然后发现气候敏感性高于预期，则

难免造成重大气候灾害。如果全球采取高浓度的2°C路径，然后发现气

候敏感性或DAC技术成本高于预期，也难免造成重大气候灾害。这种超

调的可能性凸显出将气候复原嵌入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方针的必要性。特

别是，图4.4表明，追求2100年复原目标暨2°C目标可以减少超调的可能

性，而且对低成本路径比重影响不大（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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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复原发挥催化作用的条件

支持者认为气候复原具有催化作用，有助于提高DAC技术普及的可能

性和强化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另一方面，对这些技术的依赖持续

招致批评，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追求负排放技术会削弱全球经济脱碳的

动机（Anderson和Peters，2016年）。这种担忧通常称为道德风险，反映

人们如果认为自己不用承担行动的后果，就会倾向于采取不负责任或不

顾后果的行动。举例来说，筑堤降低小规模洪水的风险，可能会鼓励更

多人迁徙到高风险的洪泛平原。

为了探讨气候复原有催化作用意味着什么及其反而引发道德风险的可

能性，我们首先注意到，模拟表明如果DAC技术部署变得更有可能，将

会产生显著的效益。特别是，通过比较有无DAC技术的模拟结果，可以

清楚地看到DAC技术为实现当前的2°C目标和降低极端气候灾害的风险开

辟了更广阔的路径。

在没有DAC技术的情况下运行DICE模型，分析显示只有很小的机会

实现2°C目标。如表4.1所示，如果允许模型纳入DAC技术，所考虑的路

径中实现2°C目标的数量是排除DAC技术的两倍。纳入DAC技术后，低气

候敏感性和减排成本情景或最佳情况碳捕获情景均具备了达到2°C目标的

低成本路径。排除DAC技术后，只有前一个情景具备低成本路径。

此外，DAC技术的可用性为降低最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提供了选择。

请注意，在图4.1中，大约13.5%的低成本2100年复原路径在本世纪末之

前达到280ppm。图4.3的情景发现分析确定，低DAC成本和气候敏感性是

决定2100年复原目标能否提前实现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当DAC成本很低

（50美元/吨二氧化碳）而气候敏感性较高（4.5°C）的时候，气候变化有

可能造成很大灾害，这使得DAC成为在本世纪末之前达到目标的最具成

本效益的方法。换言之，受2100年复原目标催化的碳捕获能力带来了更

广阔的路径，在高气候敏感性预示着危险气候变化的前景中更快地降低

浓度。

为了将这些结果置于潜在道德风险的背景下，我们注意到，全球经

济脱碳的成本和未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会产生四种

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挑战观点。诚如Morton（2015年）以及Wagner和
Weitzman （2015年）所指出的，许多倡导者关注的是两种较简单的组

合：一种是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严重灾害，但减排成本很小；另一种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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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成本很高，但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不大。前者可称为环保不难情景。12 
此外，还有另外两种组合：一种是危害小、脱碳成本低；另一种是脱碳

成本高、气候危害大。后者可称为大难题情景，当中提高DAC技术的可

能性证明是最重要的。然而，追求气候复原也许会使环保不难情景的可

能性降低。

我们可以利用模拟模型结果的数据库，来探究以下问题的取舍：让

大难题情景可能更易解决，但环保不难情景可能更难出现。假设设定短

期气候复原目标会增加低成本负排放的可能性，因为其侧重于研究、投

资、以及推进必要技术和政策的方针。假设同时设定该目标会减少低成

本脱碳的可能性，因为其导致研究、投资、政策承诺和消费者行为偏离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政策。如果追求气候复原目标的最终结果使

得理想情景不大可能出现，而不是改善任何一种情景的结果，则存在道

德风险问题。

图4.5显示了这种权衡取舍（该图的计算方式见本章末尾的方框）。

如果确信脱碳的成本高昂，决策者可能会认定大难题的预期结果改善比

实现环保不难情景的可能性降低更重要，即使低成本DAC的可能性很

低。但是，如果环保不难情景已经有可能，决策者可能会要求在承诺实

现气候复原目标之前，先证明低成本DAC是可能的。大难题和环保不

难两个情景的特点是都可能造成严重气候影响。在气候影响较小的情况

下，道德风险与有催化作用的气候复原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权衡取舍，但

对低成本DAC的可能性要求更高，如图4.5所示。13

12 请注意上述低气候敏感性和减排成本情景是环保不难情景的一个特例。
13 与图4.1的颜色一样，这里的具体数字显然取决于2% GWP被相当随意地定义为低成本，但总体图案

对此数值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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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追求2100年复原目标会不会引发道德风险的条件

表4.3. 图4.5中各种情景之代表性前景的参数值

最低值 最高值

气候敏感性

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2°C

225美元/吨二氧化碳

4.5°C

650美元/吨二氧化碳

表4.4. 最佳和最差DAC情景之代表性前景的参数值

最佳情况DAC 最差情况 DAC

捕获成本 50美元/吨二氧化碳 500美元/吨二氧化碳

普及速度 15%/年 5%/年

半排出期 5,000 年 150 年

产品成本 –50美元/吨二氧化碳 0美元/吨二氧化碳

市场规模 10吉吨碳 1吉吨碳

 

最
佳
情
况

D
AC
的
概
率

高成本脱碳的概率

严重的气候影响 微弱的气候影响

复原目标：
最终效果使得理想情景不大可能出现
复原目标：
最终效果使得理想情景不大可能出现得理想情景不大

复原目标：
最终效果改善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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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持久性

为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当今的气候政策应鼓励持续数十

年的措施。然而，回顾历史，一些政策改革带来了长期持续的社会变

化，另一些则逐渐淡出视野，未留下长远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

坚持不懈的改革往往会形成受益者和支持者（Patashnik，2003年，2008
年），而形成这种拥护群体的气候政策可望显著提高二十一世纪的脱碳

率（Lempert，2007年；Isley等人，2015年）。

气候复原的一些特点似乎有利于政策持久性，也有一些特点可能不

利于政策持久性。追求气候复原目标可能会创造一个年产值达数十亿美

元的产业，实质业务就是从大气中去除碳，并可能向全世界的开发商销

售以碳基建筑建材。该产业及其客户将会构成一个拥护群体，可望促进

达到气候复原目标所需的政策、投资和研究的持久性。从社会的角度来

看，这可能是有益的，而为了使气候保持稳定则需扩大负排放。但是，

一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开始下降，庞大的负排放产业或许会对社会

判断浓度应当稳定在何等水平造成不当影响。

此外，该产业要长期保持适当的收入流可能会比较困难。气候复原是

一项公益事业，它造福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为之付出代价的人。

假设社会用温室气体排放的碳价收入来资助气候复原，这种“污染者付

费”的原则（即对环境灾害负有责任的人支付修复代价）往往获得更多

的政治支持，而不是其他社会资源的投入。

因此，图4.6显示，按照对减排成本（225美元和650美元/吉吨二氧化

碳）和地下封存碳的半排出期（150年和5,000年）的不同假设，2100年
复原目标的五条路径均呈现收入从温室气体减排净流入到气候复原。之

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其实现气候复原的成本低。当减排成本高昂 
（粗线）时，最具成本效益的路径呈现DAC激增（长达几十年）现象，

导致大量资金净流入（远超过碳价金额）到气候复原。封存碳的半排出

期短（150年）会延迟和减少在最具成本效益的路径中直接捕获的激增。

这需要注入大量非气候相关的资金，故可能会削弱对气候复原目标的长

期承诺。把DAC分散到较长的时期内，将会减少对资金的集中需求，但

也会增加相关路径的总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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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在选定前景中脱碳与碳捕获之间的资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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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道德风险

简单的政策实验有助于探究追求气候复原产生或避免道德风险的条件。

我们首先就下列情景选择一种代表性前景：(1)本文关于脱碳成本和气候

影响的四种假设组合的每一种，以及(2)最佳和最差情况DAC情景。表4.3和表

4.4显示了这些代表性情景的参数。通过模型计算出在这八种情景中分别符合

2°C目标的净现值，以 ,
S

C DNPV 表示，其中：C=高成本、低成本，分别代表高成

本脱碳和低成本脱碳；D=最佳、最差，分别代表最佳情况和最差情况DAC；s=

大、小，分别代表巨大和微小的气候危害。假设先验概率 CostlyP  和 BestP 分别代

表高成本脱碳（表4.3）和最佳情况DAC（表4.4）的可能性。对于巨大和微小的

气候危害，作为这两项先验概率的应变量，追求2°C目标的预期净现值的计算

公式如下：

, ,( , ) (1 )
S S S

Costly Best Costly Best Costly Best Costly Best Costly WorstNPV P P P P NPV P P NPV= + −

exp, exp,(1 ) (1 )(1 )S S
Costly Best In Best Costly Best In WorstP P NPV P P NPV+ − + − −

追求气候复原对这项预期值有何影响？正如本报告所指，我们假设该目标

会提高最佳情况DAC的概率，也会在同等程度上降低低成本脱碳的概率，新

概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1 ) ,1]Best BestP Min Pε= +

 
' (1 )Costly Costly CostlyP P Pε= + −

其中 ε 代表设定目标对两个概率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因此，追求气候复原会改

变预期值，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S S S

Costly Best Costly Best Costly BestNPV P P NPV P P NPV P P∆ = −

请注意，这种差异只考虑追求气候复原目标对预期的影响，而非对实际经

过路径的影响。

所以，当最终预期收益大于零，即 ( , ) 0.
S

Costly BestNPV P P∆ > 时，追求气候复

原可避免道德风险。图4.5显示了满足这一条件的先验概率集，以及进而促使

决策者赞成追求气候复原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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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在过去的250年里，人类活动的规模扩大了大约五十倍。在工业革命

之初，全球约有十亿人口，年人均收入为100美元，年人均能耗相当于100
桶石油，主要来自燃烧木柴。今天，全球有70多亿人口，年人均收入达

6,000美元，年人均能耗相当于5,000桶石油，主要来自燃烧石油和其他会

排放温室气体的化石燃料。这样一来，人类福祉得到巨大改善，同时也引

发了气候变化——因为吸热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不断积累。更糟糕的是，这

些气体大部分在大气中驻留了数百年。所以，即使现在停止一切排放（这

是不可能的），气候仍将持续变化。气候需要一千年才能恢复到工业化之

前的状态。

达到《巴黎协定》的2°C目标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行彻底的技术和行为变革。社会能否完成这项任务，

尚属未知之数。显然，气候复原也是一项宏大而不确定的事业。问题是，

制定这个更远大的目标会增强还是削弱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努力？

对气候复原的兴趣源于有可能降低风险、有道德上的明确性、增加 
“自下而上”创新的机会，以及激励公众承诺采取气候行动。简而言之，

支持者认为追求气候复原可以促进各种技术的部署，使较小的目标（如

2°C目标）更容易实现，而事实上实现较小的目标也可能需要追求气候复

原。此外，气候复原如获成功，可以显著缩短人类面对大气中高浓度温

室气体的时间，从而降低相关风险。地球系统有着许多人类不太了解的进

程，其运行的时间尺度长达十年以上，伴随着很多非线性阈值，一旦突

破，危害陡增而且有时不可逆转（Alley等人，2002年；Keller等人，2005
年；Wuebbles等人，2017年）。在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环境下生活，就像

坐在一条随时会弹起的弹簧上。而使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工业化之前的水

平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气候复原还有一定程度的道德明确性。2°C目标与任何此类稳定目标

一样，体现了在感知的脱碳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这种权衡取舍

经常得不到承认（示例见Garner、Reed和Keller，2016年）。尽管决策者

声称此类稳定目标完全以科学为依据，但这些目标很容易引发一系列充满

争议的道德判断。宣告气候复原目标显然也涉及道德判断和权衡取舍，但

却具有稳定目标所欠缺的纯粹性和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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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倡导者来说，气候复原还为加强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提供了

有用的框架。在某程度上，道德明确性发挥了作用。此外，虽然气候复

原并非灵丹妙药（因为它只有结合深度脱碳才能成功），但在看似无望

的挑战面前该目标确实提出了精妙的技术方案。追求气候复原还可以促

成自下而上应对气候挑战的新气象，吸引企业家和倡导者（至少在短期

内）追求这一目标，而无需动员全社会参与。长远来看，追求气候复原

具有一些有利于政策持久性的特点。如果技术上证明可行，不断增长的

气候复原产业可望推动政策朝着有利于持续与成长的方向发展。

但是，气候复原的成功终究需要技术能力的发展一帆风顺。我们的分

析表明，要实现气候复原，企业家对DAC技术最乐观的假设必须成为现

实。因此，无法保证实现气候复原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追求一个引人

注目但雄心勃勃的目标，还是因为根本不确定目标能否实现而选择保守

一些，哪种做法更可取。

本研究提供了一套框架来帮助裁定这个问题，即考虑追求气候复原

会提高DAC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在同等程度上降低低成本脱碳的可

能性这一情景。这套非常狭窄的框架应用于分析中考虑的一系列前景，

得出如下结论：如果DAC的先验概率（即在着手追求目标之前）达到低

成本脱碳的先验概率的一半以上，追求气候复原目标会产生净收益。因

此，有些人担心低成本脱碳前途未卜，而那些对低成本脱碳抱有信心的

人更多地是怀疑碳复原目标的效益。本研究未涉及的其他因素也同样重

要，其中包括机会成本和超调的风险，以及判断道德明确性和潜在的激

励行动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道德风险情景的基本前提。如果气候复原的

总体效果是加强对气候行动的承诺，那么它就会产生净收益，不论先验

成功率高低如何。

本研究的简单模拟明确省略了许多重要因素，只专注于D A C这

个唯一的潜在负排放源，过分强调气候复原对该技术的需求。实际

上，BECCS、海洋铁肥及其他技术有可能分担从大气中提取碳的负担。

但在这些技术中，DAC的不良副作用似乎最小。因此，本研究可能过分

强调所需的DAC部署规模，也可能低估了利用更广泛的技术组合追求气

候复原所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本研究的模拟也只比较了在完全信息的

情况下追求气候复原的路径。模拟没有探寻响应新信息的适应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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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更难以评估在高度不确定性面前展开复杂的社会学习过程中，追求

新颖和潜在变更性技术所固有的实际机会与风险。

尽管如此，本研究确实提出了可能有助于管理气候复原风险的短期措

施，即增加有益结果的可能性，同时减少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第一，本研究建议倡导者可寻求在本世纪后期（而非2050年以前）实

现气候复原。模拟中最早的低成本复原路径从现在起大约六十年后达到

工业化之前的浓度，根据记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300周年的

时候。与2050年复原目标相比，2075年复原目标在不无可能与引起足够

反响之间做到了适度的平衡。

第二，为了避免超调的风险，气候复原目标最好与气温目标相结合，

例如2°C。模拟结果显示，综合目标的难度与单独的复原目标相仿，但降

低了依赖于二十一世纪后期快速部署碳捕获系统的路径所产生的风险。

第三，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成功恢复到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可能需

要在短期内制定长期融资机制。在短期内，企业家可利用现有的融资来

源进行DAC技术创新与论证。长远来看，气候复原是一项代价不菲的公

益事业。经验表明，社会在公益事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往往不够。因此，

无论效益如何，在气候复原工作需要大量投资的时候，资金却没有着

落，这种窘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社会可以用激

励脱碳的碳价收入来支付气候复原的成本。“污染者付费”原则与治理

成本之间的这种联系，常常引起公众的共鸣。然而，有关模拟表明，气

候复原的巨大资金需求在短期内远超过碳价收入的资金流，故需要某种

类型的跨代融资机制。

此外，模拟表明，碳价收入与碳捕获支出之间的任何挂钩机制，应分

阶段逐渐引入。许多路径追求的脱碳与气候复原组合不平衡，导致超调

或年度成本偏高。鉴于这些技术的未来成本与性能目前还存在高度不确

定性，最好推迟这两项因素与相同碳价直接挂钩的时间。

最后，本研究表明，平衡机会与避免不良影响的最重要短期措施，可

能是让社会采纳一套风险管理框架，并且把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当作

政策试验的过程。基于进化学习的理念，这种政策试验承认复杂社会问

题固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我们的相关看法是片面的，现有认识必然

是不完整的，而且依循一套结构完善、有实证基础的程序测试、否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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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挑战的潜在解决方案至为重要（Ansell，2011年；Stilgoe，2015
年）。追求气候复原为解决气候变化开辟了新的潜在路径，迄今尚未展

开情景探索，但无法保证这些情景会变成现实。因此，气候复原需要一

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最好以满腔热忱追求气候复原，同时将其融入到测

试、实验、修正和发现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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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对DICE 模型的修正

本研究所用的模型以2016年版的全球暖化经济学动态综合气候—经

济 (DICE)模型为基础，该模型已经被用于推算对碳的社会成本的最新

估计数字（Nordhaus，2017-a）。援引的基本方程组载于已发表的有关

论文（Nordhaus，2017-b），更多信息载于前一版本附带的用户手册

（Nordhaus和Sztorc，2013年）。下面重点介绍了为适应和解释直接空气

碳捕获和封存，专门就本研究添加或更改的参数、变量和方程式。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二十一世纪，因而考虑原本100个时间步长（每个

五年）中50个的时间范围——从2015年到2260年。在时间步长t-1的年度人

为排放（E[t-1]，吉吨二氧化碳/年）累积到大气中，使时间t的二氧化碳

浓度上升（MAT[t]，吉吨碳）。在我们的代码中，一部分排放可与每年从

空气捕获的选定碳量（ESEQDAC[t-1]，十亿吨二氧化碳/年）抵消：

MAT[t]==MAT[t-1]*b11 + MU[t-1]*b21 + (E[t-1]-ESEQDAC[t-1])*tstep*12/44。

b11、b21和MU是原始DICE碳循环建模中的气候参数和变量，tstep是
时间步长中的年数；而12/44将吉吨二氧化碳转换为吉吨碳。

DAC的运作需要能量，我们假设每封存一吉吨二氧化碳耗能3.64艾
焦(seqdac_cons)。按照目前的DAC技术，上述能耗大约15%是电力；其

余是热能，主要是来自天然气。鉴于发电（~0.13吉吨二氧化碳/艾焦）

和天然气燃烧（~0.055吉吨二氧化碳/艾焦）的平均碳强度，我们估计

运作DAC消耗1艾焦能量的基线二氧化碳排放代价为0.067吉吨二氧化碳

(seqdacpen2co2)。由此产生的额外DAC排放（ESEQDACPEN[t]，吉吨

二氧化碳）如下

ESEQDACPEN[t] == seqdacpen2co2 * seqdac_cons * ESEQDAC[t]。

工业碳排放（EIND[t]，吉吨二氧化碳 /年）相应增加，除非将全

球能源系统中的更多化石燃料替换成无碳替代品（MIU[t]，以减幅为分

子、工业排放加DAC相关排放之和为分母的分数）：

EIND[t] == (1 – (MIU[t])) * (sigma[t] * YGROSS[t] + ESEQDAC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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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t]代表每单位GDP（YGROSS[t]，万亿美元）的预计基线工业

排放（吉吨二氧化碳），其中包括任何气候危害。

为了模拟DAC部署惯性和避免不切实际的行为，我们从2025年开始

限制从一个时间步长到下一个时间步长的普及率（seqdac_maxgrowth, 
%/年）：

ESEQDAC[t] <= (1+seqdac_maxgrowth/100)**tstep * ESEQDAC[t-1]。

2020年（假设为DAC可大规模运作的第一年）设有1吉吨碳的绝对

上限。

部分捕获的二氧化碳会再用于制造建材（ESTOR_MARKET[t]，吉吨二

氧化碳），其余则封存在地下（ESTOR_GROUND[t]，吉吨二氧化碳）： 

ESEQDAC[t] == ESTOR_MARKET[t] + ESTOR_GROUND[t]。

封 存 的 碳 和 封 存 在 地 下 的 碳 积 累 在 一 个 可 能 泄 漏 的 储 层 中

（MRES[t]，吉吨碳）：

MRES[t] == tstep * 12/44 * ESEQDAC[t] + resret * MRES[t-1],

其中，resret是每五年的储层保留率，等于0.5^(1/reshalflife/tstep)，已

考虑储层的半排出期时间（reshalflife，年）。由此产生的泄漏碳排放

（ECCSLEAK[t], 吉吨二氧化碳/年）如下

ECCSLEAK[t] == 44/12 * (1-resret) * MRES[t-1]。

泄漏排放加上内源性工业排放（包括DAC）和外源性土地利用排放

（etree[t]，吉吨二氧化碳/年）得出人为二氧化碳总排放：

E[t] == EIND[t] + etree[t] + ECCSLEAK[t]。

从空气中封存每吨二氧化碳的单位成本为mcostseqdac0美元，包括

额外的运输和处理成本，因此DAC总支出（SEQDACCOST[t]，万亿美

元/年）如下

SEQDACCOST[t] == 1e-3 * mcostseqdac0 * ESEQDAC[t]。

上述成本一部分可与负成本（即用封存碳制成的建筑材料的潜在市场

收入）抵消，在模型中以负成本（MKTSTORCOST[t]，万亿美元/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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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特定的统一负成本（mcoststor_market0, 美元/吨二氧化碳）产生：

MKTSTORCOST[t] == 1e–3 * mcoststor_market0 * ESTOR_MARKET[t]。

市场上限为maxestor_market吉吨碳/年，表示此类产品实际有限的需

求。然后，通过修改原始DICE预算方程式来计算所有成本：

Y[t] == YNET[t] – ABATECOST[t] – SEQDACCOST[t] – MKTSTORCOST[t],

我们从GDP（不计气候危害）（YNET[t]，万亿美元/年）中减去所有与减

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成本：减排（ABATECOST[t]，万亿美元/年），DAC
运作，以及对DAC衍生市场产品的收入的校正。然后，我们得出可用于

最终产品投资的财富（Y[t]，万亿美元/年）。

模型的其余部分遵循标准的2016年版DICE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设置。

鉴于要考虑大量的情景，我们将世界生产总值分配至储蓄的部分固定为

惯常水平，以便提高计算的效率。

表A.1列出了表2.1中不确定性所对应的DICE参数名称，前文已给出

解释或属于原始模型方程的一部分。

表A.1.  表2.1所列举的不确定性对应的DICE参数名称

不确定性 DICE 参数
气候敏感性 t2xco2
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Pback
碳捕获，成本 mcostseqdac0
碳捕获，普及速度 seqdac_maxgrowth
封存碳的半排出期 Reshalflife
碳产品市场，边际成本 mcoststor_market0
碳产品市场，市场规模 maxestor_market

t2xco2代表二氧化碳浓度翻倍的平衡态气温影响，而pback是在假定

今天出现完全减排情景下额外减排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一般而言，这

代表最高统一减排成本，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减排量逐渐减少而下降。

政策杠杆作为DICE变量的上限或下限，在优化过程中强制执行。指

标根据优化的变量水平推算。如需查询代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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